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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人民军队的角色
及其变迁
　
李月军

摘　要：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军队对如何建构国家、建构成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军队角色的变迁，主要体现在政

权建构、社会建构和经济建设三个过程中。在政权建构过程中，军队的结构性角色主要体

现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置、权力与职能上，军队还扮演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维

护我党的执政地位、向地方党政机构输送干部等行动性角色；在社会建构过程中，军队成

为党和国家建构社会体制和道德的模板，并为社会提供了多种公共产品；在经济建设过程

中，军队大量从事各方面的经济生产活动，与军队相关的军事工业成为国家经济体制建构

的重中之重。在可预见的将来，军队在中国未来国家建构与转型中仍将是我党执政地位

的重要护持者，其防御外来武力威胁的角色功能会更加重要，不过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过程

中，军队也面临角色转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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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军队往往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与走向的关键事件或关键时

刻，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开始援引西方学者的国家建构理论研究中

国国家建设与转型，但他们忽视了军队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角色与作用。不过，正如研

究中国的专家沈大伟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研究革命前或革命后中国的政党—国家（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都不能忽视军队关键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研究２０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发展的

学者，通常忽 视 了 军 队 或 军 事 主 义（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的 影 响，或 把 它 当 作 单 独 的 分 析 主 题”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１９９７：１２５）。基于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而又缺乏研究，笔者试图对军队在当代中

国国家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变迁，作一初步探讨。
学术界达成基本共识的国家与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概念最开始是由近代西方

学者提出的。韦伯一脉的学者将国家概括为“在一个既定领土上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组

织（人类共同体）”，这揭示了国家的暴力面向。以此为理论基础，西方学者根据欧美民族

国家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提出了“国家形成”（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两个概念。不过，对于国家建构包括哪些内容，则是见仁见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

成分为两个不同步的阶段。“国家政权建设”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分化、官僚化、渗透

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并同时不断扩大财源。“民族建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则主要体

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在政治社会学中，“国

家建构（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通常被理解为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即国家创立，并建立和巩固他

们对一既定领域内暴力的合法垄断，这种垄断是通过构建一种持久的行政、财政、司法和

军事机构来完成的”（Ｅｒｔｍａｎ，２００５：３６７）。有学者指出以前的研究过多关注政权建设，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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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个国家（ｓｔａｔｅ）还应该包括经济层面，即“建构一个带来增长和福利的经济体系”（Ｄｏｒｎｈｕｂｅｒ，２０１１：２），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常常是作为一个国家其他变迁的后果而发生的……国家建设有时又被称为政治

建设，代表了这些变迁的政治方面，而在这一过程中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和政治变迁很难进行确切的区

分”，并从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和稳定，公民身份与政治认同的建立，经济发展四个维度来考察国家建

设（安东尼·奥罗姆，２００６：２６４）。把这些理论认识与当代中国国家建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观察，笔者认为

从政权建构、社会建构和经济建设三个方面或过程，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军队角色及其变迁是比

较合适的。

一、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军队的政治角色

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军队之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互利

共生关系（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①，一方面，我党基本上实现了对军队全面深入的控制，使军队成为党实现其政治

目标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党及其政权的存在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军队的护持，军队甚至在一些特定

历史场景中扮演着建立政权和党，并维持他们存续、发展的角色②。１９４９年，中国从武装革命过渡到建

构一个国家的新阶段。全国性战争结束后，“尽管政府机构和经济企业中开始强调‘制度建设’和‘组织

调整’，而解放军并没有从组织和功能上放弃它在游击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军队的政治重要性和多

功能特征一如既往地得以延续”（Ｋａｕ，１９７３：２４），并随着国家建构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对国家建构中军队

的政治角色及其变迁，我们可以从结构性角色与行动性角色两个层面来考察。
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我党的“党指挥枪”模式成为结束近代百年来军人乱政和国家分裂局

面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这一模式，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实现了对合法使用暴力的统一，军队建设成为

国家政权建构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政权中的军事机构，特别是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设置、权力与职能体现着军队在国家建构中的结构性角色。
建国之初，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

员会，它属于国家政权系统，但由于当时党军任职高度合一，仍体现着“党指挥枪”的原则。１９５４年９月

２８日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机构，并规定它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和 书 记 处 领 导

下，担负军事工作的领导（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２０００ａ：５５）。实 际 上，政 治 局 与 军 委 是 按“政 治 局 议 政、军 委 议

军”的分工原则运行的③。军队干部任命权一般属于总政治部系统（高级将领则由毛泽东决定），而不是

在政治局之下的中央组织部。可见，就日常决策层面而言，中央军委是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运行的。在文

革期间，作为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行 使 部 分 军 队 领 导 的 指 挥 调 动 权 力④。
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建国到１９８９年期间，中央军委直接向毛泽东和邓小平汇报工作，而政治局很少为

中央军委制定决策”（Ｂｒｏａｄｓｇａａｒｄ　Ｋｊｅｌｄ　Ｅｒｉｋ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ｎｉａｎ，２００６：６５）。
邓小平逝世后，“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的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由党的总书记担任军委主席，体

现着党对军队的领导。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和平时期，一般不会到军队中视察，更不具有为军队作决策和

指挥军队的权力。当然也有例外，改革开放前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时代的陈云等，尽管在军队不担任实际

职务，但都视察过部队。

·８１·

①

②

③

④

关于这种文武关系初期状况，可以参见李月军：《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中共苏区文武关系述评》，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９辑，上 海 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４～１９５页。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
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毛泽东选
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４７页。
１９５３年５月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提出严厉批评。他指示道：“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
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
是破坏纪律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见《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８０页。
耿耿：《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文革中”胡炜将军的一段亲身经历》，载《党史博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文革中，周恩来
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 上，周 恩 来 所 起 的 作 用 就 远 远 大 于 林 彪。尽 管 林 彪 在 名 义 上 是 中
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而 另 一 方 面，周 恩 来 却 对 军 队 事 务 涉 入 极 深，随 着 文 化 大 革 命 展 开，
周恩来密切地介入了解 放 军 的 所 有 主 要 决 策。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Ｍａｏ’ｓ　Ｌａ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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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的设置体现的是我党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除了保卫党的执

政地位之外，还必须担负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因此，从实际利益和法理两方面讲，都需要

对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加以制度化。建国初期，按１９５４年宪法规定，成立国家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统帅国家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从逻辑上讲，这样处理国家元首军事统率权的关系

是很合理的，结构也很顺畅。不过，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并不是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机构，而只是一个囊

括了党中央主要军事领导和国民党投诚将领的统战组织和咨询机构，宪法也未对国防委员会设专节规

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离世后，这一职位实际上空缺，只有副主席若干。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没有关于国防委员会的规定，它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制度结构设置体现了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下“兵农工学商，党是领导一

切”的事实。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统一党军关系和军队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通

过修改宪法，设置领导武装力量的国家机构，把军队从法理上纳入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１９８２年宪法

明确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负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责

任，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武装力量在国家体制中的法律地位。

１９９７年通过的《国防法》，进一步细化了军队与党、政府之间的法理关系。国家根本大法和作为军事法

体系母法的《国防法》的这些规定在党军关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与国家关系（军队属于国家）

之间架起了合法的桥梁，实现了党的军队与国家的军队在法理形式上的统一。
在目前中国政制中，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较为完备地体现

着中央层面上党政军之间的实际关系，也是党建构国家过程中的关键结构性角色。军队作为一个组织

整体参与国家建构的具体角色和行动多由中央军委决定。接下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复杂多变的

军队行动性角色。

第一，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的保卫者。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边界明确与

否，传统国家有边疆而无边界，而现代民族国家与其邻国之间具有明确的边界（吉登斯，１９９８：５９）。国家之

间的边界也是民族国家对外主权与对内主权的边界，维护边界与领土完整，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

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建国前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抗击日本对中国国家领土与主权的侵略。
新中国成立后，与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军队一样，中国军队在国家建构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作为维护国家

安全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的主要力量。根据密歇根大学关于战争的相关数据统计，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
年，中国所经历的军事争端共有１４５次①，最后演变为战争的主要有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珍宝

岛冲突和中越边界战争，其中四次战争与边界和领土争端有直接关系。在这些军事争端与战争中，中国

军队以实际军事行动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第二，维护我党执政地位的坚强柱石。在建军之初，党的目的之一是就把军队当作保护自己、夺取

政权、建立国家的主要力量。建国后，我党一直是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核心领导者，军队一直扮

演着为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的角色，当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治体系发生整体性紊乱

时，军队就成为及时的“稳定器”。如在文革期间，党政官僚体系被打乱，不能正常运作，军队进行“三军

两支”，组建成立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地方党政机构的实际权力，为党政机构的重建提供过渡性保障。军

队在很多关键时刻挽救了我党，成为巩固的执政权、恢复国家社会稳定的最后决定性力量，使中国国家

建构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原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时段内，在中国政治体制建构

过程中，军队仍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黎安友（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所说，中国政权的

命运“与其说是由社会来决定，还不如说是由其自身决定。若核心领袖团结一致、相信自己，并保有军队

和警员的支持，他们就能生存下来”（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７：１３）。简言之，军队扮演的党的护持者角色，使我党领导

层在关键时刻能按自己的战略意志建构国家，掌握、调整国家发展的方向与路线。

·９１·

①数据来源：根据密西根大学国家战争相关系数数据库的统计，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ｗａｒ．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ＣＯＷ－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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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内路线斗争的卷入者。通过在军队内部建立党委、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系统，我党全面深

入地掌控着军队，与此同时，军队也被嵌入到党政系统中，从而形成了党军相互嵌套的政治组织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军队建设的不同意见有时会被放大为党内路线斗争，党的路线斗争也会扩展到军队

中。例如，１９５０年代军队内部关于军队现代化、专业化与革命化之间的争论而引起的党内路线斗争，使
刘伯承等主张军队现代化专业化的将领受到批判（董 保 存，２００１：９－１５），这一结果大大延迟了中国军事专

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更常见的情况是，党内发生分歧或纷争时，军队也被卷入其中。对国家建构进程影

响更为显著的是，军队领导有时卷入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尽管“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与

军队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如果没有对军队的全面掌握，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即使最高权力继承者的权力

与地位也不会稳固。文革期间，以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和以江青等为首的文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一系列

权力纷争。后者没有控制军队，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青文官集团中的张春桥（时任政治局常

委和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党内地位虽然高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但是在南京军区，张春桥并

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

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说，他只

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①从毛泽东去世到１９８１
年６月期间，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邓小平实际上在１９７７年底十一届三中全

会时已经成为实际领导核心（中共中央组织部，２０００ｂ：４９），这与邓小平的资深军队背景和军队支持有很大

关系。１９８０年代，在邓小平辞去中常委和中政委的职务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在革命一代军事

将领的支持下，维持着政权的稳定。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事实说明，军队过多介入党内纷争本身

就是政治低制度化的体现，也不利于长远的政治体系稳定与国家建构的制度化。
第四，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起源于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建国后成为建构

国家的重要模式，时至今日仍是应对政治社会危机的屡试不爽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前，党对国家、社会

和经济的全面渗透，党领导下的军队也过多地介入政治社会经济活动，因此成为“许多政治运动的来源

与对象，几乎没有一年的政治运动与军队无关”（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１９９７：１３８）。在这些旨在以党的意志建构国家

政权、整合社会的运动中，军队都积极参与，对国家建构过程与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多地参与政治

运动也影响了军队自身的稳定与建设。改革开放后，随着军队逐渐离开非制度规定需要其参与的日常

政治运作，专注于专业技能与素质的提高，很少主动发起或向党动议发起政治运动，主要是听从党的命

令参与政治运动。这种参与更大程度上是军队中党的组织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党的意志方针路线或政

策，军队也不再干预党政社会组织对这些运动的参与。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军队成员介入文艺领域的

“伤痕文学”《苦恋》的讨论，不再具有军队整体性干预的特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军方和地方学者就复

转军人是否应该进入法院系统的问题发生了一场理性的争论（贺 卫 方，２００２：２６１－２９９），反映了军地对国家

司法建构的微观层面和某些制度化规定的不同意见，尽管无果而终，但并没有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没有影响争论参与者的公民权利，也说明了国家建构更加理性化。
第五，党政干部的输送者。在历史上形成的党政军共生关系中，党政军干部之间互相任职或交流任

职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建国后的中共

高层干部大多都有革命军事经历，有国外学者称他们都是穿军服或不穿军服的军人，其中不少在党政军

中兼任多种职务，成为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干部的主要来源。在作为政权建构过渡形式的六大行政区

管理体制中，各大区领导的军人身份或军队背景自不必说，这一体制取消后，大行政区首长大多数被陆

续调到中央充实中央政权机关。在地方层面，据史学家统计，建政之初的６７位省市区级首长中，出自军

队系统的干部有３５位，超过一半；在其中的４８个新占领区域的省市区领导中有３０位出自军队系统，占
近三分之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２００９：１５）。

文革中，军管遍及全国，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县政部门，甚至出现一部分军队管制另一部分军队

·０２·

①许世友儿子的这段话，转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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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形成军人参政的局面。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２１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１２名是军人，如果算上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内外均有职务的２人，军人享有政治局三分之二

的席位（李可、郝生章，１９８９：３）。在地方层面，据统计，１９６８年９月中国大陆２９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

立，其中由军队干部担任主任的有２０个。市、区、县的大多数关键政府职位由军人担任。例如，在湖北，

这些职位中的９８％由军人 担 任；这 一 比 例，在 云 南 是９７％，在 山 西 是９５％，在 辽 宁 是８４％，在 广 东 是

８１％，在北京是７８％。担任县以上的各级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的军队干部达到５１３９人。各

级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中也有大批军队干部参加。如果我们把由军人担任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也统计在

内，这一数字达到４．９万人（李澄，１９９２：２３６－２３７）。文革结束后，干部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军队与

党政机构高级干部之间的非制度化转任与兼职现象减少。现在，解放军总部及军兵种的大军区正职将

领在满届退休后（退休年龄为６５岁），一般都会进入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任职。军官转

业成为军队向党政机构输送干部的主要渠道。据《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披露，新中国成立以来，

先后有３５０多万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活跃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安置的１５０
多万名军队转业干部中，３３万多人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不少人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

二、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军队的社会／文化角色

迈克尔·曼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时，区分了国家的专制权力（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ｔｅ）与国家的

基础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前者指一种国家精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它源自国

家精英可以不经过与社会中的集团／群体进行常规制度化协商而单独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权力；后者指国

家实际渗透到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权力，是一种国家通过其基础组织系统（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渗透到社会、集中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它可能是专制的，也可能是非专制的（Ｍａｎｎ，１９９３：５９）。就

当代中国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说，我党建构起来的国家政权已经不是政权与社会相对分离的传统

帝国，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全能主义国家。在建构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时，除了党政官僚机构延伸到每个

企事业单位、行政村甚至是生产队（组）外，军队在其中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军队成为党和国家建构社会体制的模板

在革命时期，因战争 环 境 所 致，根 据 地 党 政 社 都 具 有 浓 厚 的 军 事 化 色 彩，有 学 者 称 之 为“兵 法 社

会”①。建国初，军事化社会体制被推广到全国。城 镇 中 的 企 事 业 单 位、街 道 居 委 员 会，农 村 的 人 民 公

社，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组织。城市中的企事业单位都依照军队建制设立政治部门，并有大量军队干部和

复转军人进入②。农村的人民公社明确地是按军事化模式组织起来的，力图利用军队管理模式和“大兵

团作战”的方式，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人民公社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

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被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

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以生产队

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肢解了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失去了基本产权和

生产自救的能力，成为全能政党—国家下新的社会细胞。军事化社会体制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国家一

度把大多数社会精干成员编入民兵组织，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和正规军队的助手和后备来源。

建国初期，按照普遍民兵 制 的 要 求，全 国 农 村 的 民 兵 数 量 大 体 发 展 到４　５００万 人，约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９％。据１９５３年统计，全国有２３万个乡建立了民兵部队。１９５８年起全国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

·１２·

①

②

兵法社会是指非一般正常社会，它有三个特征：其一，全民皆兵，凡是成丁或公民都要以兵论处，个人便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网
中被摘解出来；其二，社会组织按兵营行伍进 行 部 署，个 人 被 编 织 进 更 加 严 密 纪 律 的 军 事 组 织 结 构 中；其 三，社 会 生 活 全 面 军 事
化，按军事化生产、供给、消费。参见朱鸿召：《兵法社会》，载《东方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朱鸿召：《延安兵法社会及文学》，载《东方
文化》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上报的《关于从军队选调１０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
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说，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９６３年９月共选调和接收了军队转业军官８．５万多人到商业部门工作，并准
备在今年再选调３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中共中央批示：商业部门必须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要千方百
计地把百万商业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进来。参见李罗力、张春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纪录》第２卷，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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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成为全民皆兵的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ｍｓ），基本愿景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李 罗 力、张

春雷，２０００：９４９）。１９５８年底民兵人数发展到２．２亿，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３５％，有的地区

达到４０％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５０％（《当代中国民兵》编写组，１９８９：２３、３４－３５）。民兵组织配备有一定

数量的轻武器，担负“保卫地方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边防”等任务。到文革结

束前，全国还有３０００万民兵，２０１１年底减至８００万人。除了担负边防任务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兵参

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①。作为武装力量的边缘和基层组织，民兵代表的是国家、军队对社会人力资源的

吸纳、提取与塑造，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利用社会力量实现政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军事化社会体制把原来分散的社会格式化，并固定、封闭在既定的网格中，在政治上它极易被刻意

塑造的意识形态及领袖魅力所穿透，容易导致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体进行实时控制、规训与提取。尽管

这种军事化体制短期内能聚集起巨大的力量，但对个体创造性的极度抑制使之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随着党和国家让出部分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与领域，社会体制去军事化成为必然趋势，军队也随之退出

大部分社会领域，和平时期只负责应对抗震救灾等重大社会任务。
（二）军队成为党和国家建构社会道德的模板

当代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建构还包括政党—国家对旧社会道德文化、意识形态进行肢解，重塑新的

社会道德文化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成员的思维时空与方式。作为建构路径的社会军事化，不只表现在

社会组织体制方面，还表现在将以军事为中心的价值向社会渗透。在后发型民族国家建构中，“军队的

社会政治训练被当作促进国家一体化的手段。军队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国家一体化的作用。军队往

往被看成是国家的象征，军队的日常生活要求士兵们突破他们的家乡观念，即使不能接受也要默认国家

的权威和意识形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Ｗｅｓｂｒｏｏｋ，１９８３：１７）。更重要的是，武装力量也能起到“国家学校”的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观念。当代中国国家基础性权力建构的重要技术之一，就是把军队和军人树立成

整个社会的道德模板。如此一来，军队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把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德和文化

意识等传递给社会成员，提高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与服从。
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毛泽东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大熔炉、大学校，工农学都要兼学军事（中 共 中 央

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３：５８４－５８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学校和军营共同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任，是

新德治原则贯彻得最为纯粹的地方，或可说是新德治的理想类型（魏沂，２００１：２５－３８）。与其他科层组织相

比，军队本身更具有强制性、等级性和纪律性，更讲究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我党领导下的军队更成

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或道德文化意识的“集装器”，“忠诚于党，报效国家”、服从、牺牲、无私、奉献等是其

主要内容。军队通过军事政治训练，实现对军人身体与意识的双重规训。军队特有的征兵与复员转业

机制，使绝大多数军队成员具有高度流动性，军队与社会成员之间保持着一种高频率、高员额和持续不

断的交换。这样，一方面军队不断把参军入伍的普通社会成员，锻造成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或道德文化意

识的军人，然后让绝大多数官兵再回归社会，在军队习得的主流意识形态或道德文化也随之回归社会。
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党和国家不断开展“学习解放军运动”，把事迹突出的军人树立为全国学习的道

德榜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锋，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现政治统治与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机制。党和国

家通过掌握的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如文学、电影等，把这些道德模板推向社会，其中包含的爱党、爱国、
忠诚、服从、牺牲、无私、奉献等主流意识形态与道德内容，被受众接受或默认，成为行动的内在指导，一

代代符合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被塑造出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自身转型，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多元化，军队和军人与社会相对

分离，军队和军人的道德模板角色也日渐淡化，类似的宣传也往往难以被社会完全接受并产生以前那样

单一而深刻的效果。
（三）军队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提供者

我党领导下的军队有承担非军事角色的传统，解放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其中

·２２·

①《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该白皮书还披露，每年有９万多民兵参加守护桥梁、隧道和铁路线，２０多万民兵参加军警民联防
巡逻，９０多万民兵参与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近２００万民兵参加城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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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项均是非军事性的。这里所谓“群众工作”，主要是指参加社会建设事业和参加抢险救灾。１９８０年

代中期裁军之前，军队编有以“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为特征的基建工程兵、铁道部队，专门承

担建设任务①，其他部队也大规模参加社会建设与抢险救灾等任务。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期间，军队参

加社会建设的时间就达近１．３亿个劳动日（《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编写组，１９８９：２８８）。据《１９９８年中国的

国防》白皮书披露，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８的２０年间，全军共投入４亿多个劳动日。比较可知，军队在大跃进

三年对生产、建设的总劳动日数，几乎是改革开放后２０年的１／３，年均劳动日更高达两倍。

改革开放后，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 社 会 建 设 角 色，继 续 提 供 大 量 公 共 物 品。据《２０１０年 中 国 的 国

防》白皮书透露：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两年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参加交通、水电、通信、能源基础

设施重点工程建设６００多项。建立农村扶贫联系点３５００多个，援建节水灌溉、人畜饮水、道路、水电等

小型公共工程８０００多个。驻西部地区部队植树１１００万株，成片造林、飞播造林和绿化荒山荒滩３２０万

亩。军队医疗卫生系统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医院１３０所，共派出医疗队３５１批次，捐赠仪器设备

１１０台件。在四川、陕西、甘肃地震灾区捐资援建８所学校和１所康复中心。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还

多次参加抗洪、抗震、抗旱、抗台风和森林扑火等抢险救灾行动，共抢救转移群众１７４．２万人次，抢运物

资３０．３万吨，疏通河道３７４２公里，打井４４４３眼，加固堤坝７２８公里，运送生活用水５０．４万吨。在参加

这些活动特别是抢险救灾中，军队直接面对社会，完成这些任务对直接提升军队形象，提高社会对军队、

党和国家的认同，强化党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军队的经济／财政角色

中国古代军队素有兵民合一、寓兵于民、参加屯田等经济活动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过去帝国留给

当代中国军事实践的主要遗产就是一种制度综合症，其特征是没有区分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军队要成

为‘多面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ｔ）是主导观念，结果是没有发展出军事专业主义，和平时期的军人要从事农业以

及其他非军事任务”（Ｍｕｌｖｅｎｏｎ，２００１：１）。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开展大

规模的生产运动②，较好地解决了军队供给短缺问题，减轻了政权财政和社会税收负担。建国后，军队

从事经济活动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迅速扩展。

（一）军队从事经济生产活动

建国之初，除了把大量军队转业组建建设兵团从事农垦工作外③，现役军队自身也从事一定的经济

生产活动。官方统计显示，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每年投入开荒生产的部队达５０多万人。１９７１年生产用兵

５９．６万人（占总员额的１１％），１９７４年为３８．３万人，１９７５年为２９．３万人，１９７６年为２４万人。据１９８７年

统计，全军共有种类企业化工厂２４２个，列编农场５７５个，生产经营实体１．１５万个，从业人员６７万人，

生产经营总收益达２４．１５亿元（《当代中国军队 的 后 勤 工 作》编 写 组，１９９０：５５１）。到１９９０年代末，军队直接经

营的企业多达６０００多家，遍地开花，几乎涉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重要部门。据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经商问

题的专家Ｔａｉ　Ｍｉｎｇ　Ｃｈｅｕｎｇ估算，中国军队背景的企业在１５０００家以上，其销售额可能在近１５００亿人

民币左右，相当于ＧＤＰ的２％。这部分收入大大补贴了军队的支出。另据美国简氏防务周刊透露，中

国仅解放军部队就拥有７０家汽车制造厂（占了整个中国的２０％），近４００家制药厂，以及１５００家宾馆。

此外，在诸如电信业包括寻呼、移动电话、金融、对外贸易等专门领域，都可以看到军队的身影（曹 海 丽，

１９９９：１２）。尽管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前，军队从事生产经营被认为“利国、利民、利军”（《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编 写

·３２·

①

②

③

基建工程兵部队最高员额达５０万人，铁道兵部队最高员额达４３万人。１９８０年代中 期 裁 军１００万，８０％裁 的 是 这 两 个 兵 种。据
统计，以这两个兵种为主的军队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的３０年间共修建铁路３０００余公里，公路２万余公里。基建工程兵共建成大中
型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１３２项，工业和民用建筑竣工面积１８００万平方米。所属的水文地质部队共完成水文普查面积２２４万多平
方公里，钻井工作量近８０万米。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军队群众 工 作》编 写 组：《当 代 中 国 军 队 群 众 工 作》，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９年。
关于革命年代，共产党军 队 参 加 生 产 和 经 济 活 动 的 历 史 过 程 回 溯，可 参 见Ｊａｍｅｓ　Ｍｕｌｖｅｎｏｎ．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ｔｕｎ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１９７８－１９９８）．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１，ｐｐ．１９－３６．
《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披露，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近百万官兵集体转业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西藏等地，组建生
产建设兵团和农场，为发展边疆经济、保持边防稳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现在只有新疆建设兵团还保留建制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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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１９９４：７０９），但作为暴力管理组织的军队，用强制性军事权力运作需要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企业，尽管

这在战争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①，但并不符合现代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政治和经济相对分离以及社

会分工、军队专业化的客观要求。军队经营的企业自身产权模糊，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影响到了军队正

常的军事训练与建 设，使 军 队 与 民 争 利，与 国 争 利，更 为 严 重 的 是 可 能 威 胁 到 党 对 军 队 的 控 制（张 震，

２００３：４０１－４０２）。党中央逐渐意识到这些弊端及其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中央１９９８年决定禁止军队

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军队全部吃“皇粮”（江泽民，２００３：３２４），即军费开支全部源自纳税人的国家公共财政。
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部队仍保留有“数百万亩土地”（刘支平，２００９：６３－６４），从事农副业生产，还有部队利

用自有资源（如军队医院、院校、科研机构、仓库、码头、招待所、会议中心、文艺团体等），向社会提供有偿

服务，这仍属于商业行为。尽管中央军委发文进行规范，但违规行为不断，不利于军队专业功能的发挥。
因此，２０１６年３月下旬，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计划用３
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对于国家赋予的社会保障任务，纳入军民

融合发展体系。
（二）军事工业②在中国国家经济体制建构中的角色

军队现代化特别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需要以军事国防工业为基础。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国家经济

体系的建构在面临要“大炮”还是要“黄油”时，基于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可能的战略判断，而选择了前

者。国家财政支出基本上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唯一来源，这种投资建设型财政的重点是以军事国防工

业为核心重工业。据统计，１９５３年 到１９８０年，重 工 业 投 资 占 国 家 工 业 基 建 投 资 总 额 的８９％（程 兴 华，

１９９９：１３５－１３６、３５）；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５年间，重工业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４９．９％，国家仅用于三线

地区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建投资累计达２００余亿元，占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１／４多（夏 泰 生、李 霞，１９９３：

２８９－２９０）。有学者把这种经济体制称之为“军营经济”（许建明，２００４：１－３３），即一个国家为追求生存和安全，
政府按照备战状态，以“军营式”组织从事生产经营，用行政指令来配置社会资源，军工产业作为资源配

置的根本流入方向和整个社会的核心部门。我们通过军营经济模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提高了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但这是以低效率、浪费大量自然和社会资源为代价的。改革开放后的

三十多年，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逐步被放开给民营经济，但主要国防工业仍然由国家经营，直到最近，我国

才开始探索“寓军于民”的军工企业发展模式。
（三）军费开支与国家财政体制建构

暴力与税收是国家的两个核心特征。有学者甚至认为，国家是一个强大的财政与军事组织的结合

体，即对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垄断与对税收的垄断（Ｐｏｌｌａｃｋ，２００９：２３）。尽管这些概括有失偏颇，但点明

了暴力与税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保罗·肯尼迪在分析大国兴衰时指出，不能忽视国家的军事能

力（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与财政能力（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两者之间的重要关联。当大国的版图与军队配置过度

延伸到超过财政创收（ｒｅｖｅｎｕ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能力所能负荷时，接着就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肯尼迪，２００６）。
在当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尽管军队的经济活动为增加国家财政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军队本质上

毕竟是一个非生产性的高耗能组织。长期冷战期间，基于国家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特别是高层决策者

对这种威胁的过高估计③，在建国后前３０年中，中国一直维持着一支员额为４００万的常备军。如此庞

大的军队需要建立相应的生产和财政供应体系。与之相应的军费开支占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相当大的比

例，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平均比例高达２１．０９％，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经济的投资和社会福利公

共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则受到忽视和压缩。加之与国防工业投资的其他相关开支，军费和军工企业投

资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国家没有建构起“一个带来可持续增长的和福利的经济体系”。改革开

·４２·

①

②

③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曾说过，“军队的生产自 给，在 我 们 的 条 件 下，形 式 上 是 落 后 的、倒 退 的，实 质 上 是 进 步 的，具 有 重 大 历 史 意 义
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 件 下———国 家 贫 困、国 家 分 裂 以 及 分 散 的 长 期 的 人 民 游 击 战 争，我 们
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０６页。
军事工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军事工业是指直接为军队作战研制与生产武器装备的部门，如兵器、飞机和舰艇等研制与生
产部门；广义的军事工业还包括冶金、化工、电子和机器制造等工 业 部 门 为 武 器 装 备 的 研 制 与 生 产 提 供 原 材 料、元 器 件 和 机 器 设
备的那一部分；后者比较接近于国防工业。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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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特别是近１０多年，随着国家经济战略调整与实力的增强，军费绝对数额增大，而占国国家财政支

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在合理的范围内变动。但直到目前为止，如何提高在确定军费数额、监督军费

开支等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的制度化程度仍是进一步建构现代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
综观而言，在建国后前３０年中，军队过多地卷入日常政治运作，所承担的非军事任务影响了军队现

代化和专业化的进程，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具有浓重军事化色彩的动员型国家；随后３０多年中，党和

国家建构方略开始转型，军队也适度退出原来过多的非军事角色，逐渐回归军营，专注于自身的专业化，
提供战斗力应对外来军事威胁。同时，军队仍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关键时刻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最终

决定角色，其对日常政治的参与也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仍然担负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

四、结语：未来中国国家建构中的军队角色

军队在中国未来国家建构中所扮演角色及其变迁，受到许多复杂多变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精确预

知。但是，如果我们不否认一个现代自由、富强而民主国家是未来中国国家建构的总体目标或方向，那

么军队在这一转型中的可能角色就是不得不面临和思考的议题。大体而言，对未来中国国家建构与转

型中军队的可能角色，我们可以比较确定预知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党执政地位的根本护持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执政的核心原则，军队更是其在遭

遇重大危机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坚强柱石”和“钢铁长城”。离开“党指挥枪”原则的军队国家化既不符合

我党的核心利益要求，也与其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战略原则不一致。党对所有

可能威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言行时刻保持警惕，不仅明确反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
队国家化”的言论，而且要坚 决 反 对“把 军 队 和 党 并 列 起 来，‘平 起 平 坐’的 思 想 和 言 行”（江 泽 民，２００３：

３０９），要求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①。在可预见的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
没有能够挑战党和军队的组织化力量，军队的主要角色仍然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军队应对外来武力威胁的角色会更加重要。原东欧苏联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之前与之后的现

实说明，党化与非党化的军队都要承担应对外来威胁、保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职能。当今的世界本质

上仍处于一种遵循丛林法则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一些根本利益之争，如领土争端等，有时最后还

需要以武力来解决。同时，中国周边的国家安全环境并不乐观，近期的现实表明，并不排除与某些邻国

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甚至是局部战争的可能。因此，不管未来中国国家建构的战略、路径以及结果如何，
中国军队都必须加速提升专业化与现代化的程度，在国家面临外来武力威胁时，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与

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职责，为国家建构与转型提供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第三，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军队不可扮演先导角色。从军队本身来看，它是一个权力极度集中的

等级制组织，其相应地，其利益激励机制、日常的训练与政治教育也不会培育出具有民主倾向的意识文

化与要求（Ｊａｎ，１９９９：１２４１－１２６８）。从党对军队的控制来说，无论基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军队

的民主化极有可能威胁到“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因此，党也不可能让军队成为建构民主政治体制的先

锋。从中国建构民主国家的未来进程看，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成为现存体制的民主化，那么没有任

何理由把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视为民主化的障碍。因为“从民主化比较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
一般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化并不是民主化的前提，而往往是民主化的一个结果”（郑永年，２００７）。单方面地

强调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化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不但不会导致政治民主，反而极可能导致文武关

系倒置，政治体系功能紊乱，甚至是民族国家的衰朽乃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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